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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o deepen, Chines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Foreign employees, as key players in corporat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knowledge transfer,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value transmission and innovation stimulation within the company. This paper, based on motivation theory, 
examines the micro-foundation mechanisms that influenc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foreign employees for knowledge transfer.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hypotheses, from which it suggests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foreign employee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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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外派人员作为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角色，其
知识转移过程对于企业的价值传递和创新激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动机理论，对外派人员知识转移内驱力的影响因素
的微观形成机制进行研究，构建了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并据此提出了增强外派人员知识转移绩效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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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化新阶段，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中国跨国公司与全球市场的关联度日益密切，对知识转移的

需求也日益上升。外派人员作为母子公司间知识与文化交流

的载体，他们在企业内部进行知识转移的过程与机制成为学

界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将从微观内驱力视角着手，对外

派人员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

2 文献综述

外派人员作为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角色，其

知识转移内驱力是促成其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基

于动机理论，从个体、知识特性及情境因素等维度揭示了内

驱力形成的复杂性，其中自我效能感、职业发展需要、知识

特性、知识共享与转化能力以及文化差异程度等因素尤为

关键。

自我效能感被认为是驱动知识转移的核心心理因素。

外派人员的自我效能感体现为对跨文化知识传递能力的自

信程度，高自我效能感者更倾向于主动识别知识缺口并克服

转移障碍。针对中国外派人员的研究发现，跨文化适应培训

可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间接增强知识转移意愿。 

知识特性对知识转移形成结构性约束。默会知识需通

过社会化、外显化等过程实现转化，而外派人员往往面临跨

文化情境下的编码与解码困难。唐露和刘伟的实证研究表

明，知识复杂性正向影响转移成本，总部技术外派人员通过

关系治理、认知治理和内容治理促进隐性知识跨界整合 [1]。

此外，隐性知识的黏性特征要求外派人员具备情境嵌入能

力，但短期外派周期与绩效导向可能压缩知识深化的时间 

窗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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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享与转化能力构成内驱力转化为行为的中介机

制。Naing 提出，共享能力涵盖语言熟练度与跨文化沟通技

巧，而转化能力则体现为知识再语境化的创新能力。中国外

派人员在语言能力普遍提升的背景下，仍面临将本土经验适

配东道国制度的双重合法化挑战。近期研究强调，数字化工

具的应用可部分替代传统面对面互动，但虚拟协作可能加剧

默会知识转移的耗散效应。

文化差异程度作为情境调节变量，通过认知框架冲突

影响内驱力效能。Hofstede 的文化维度理论表明，权力距离

与不确定性规避的差异可能抑制知识接收方的吸收意愿。中

国与东道国在集体主义 - 个人主义维度上的差异尤为显著，

导致外派人员在知识共享时面临“关系导向”与“任务导向”

的行为模式冲突。值得注意的是，适度的文化差异可能产生

知识互补效应，但需以双方认知弹性为前提。

既有研究为理解外派人员知识转移内驱力提供了多维

视角，但仍存在三方面局限：其一，针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

业的情境化研究不足，中国特有的制度逻辑与关系网络对驱

动力的塑造机制尚待深入；其二，知识特性与个体动机的交

互效应缺乏动态分析，特别是默会知识转移中“动机 - 能力 -

情境”的三元联动机制尚未厘清。

3 外派人员知识转移内驱力的假设提出

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3.1.1 个人意愿
根据自我效能理论，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会直接影

响其行为选择与努力程度。在跨文化知识转移情境中，外派

人员面临双重认知挑战：一方面需克服母国与东道国知识系

统的异质性，另一方面需通过适应性策略将隐性知识转化为

可被接收方理解的表达形式。Wang	&	Drewry 发现，总体自

我效能感显著影响外派人员对跨文化培训知识的应用程度，

尤其是在与东道国客户沟通、跨文化信息传递等关键绩效维

度上。研究表明，高文化智能者更擅长在陌生文化中调整行

为策略。因此，外派人员若对跨文化知识传递能力持有较高

自信，则更倾向于主动识别知识缺口并投入资源以克服转移

障碍。

综合上述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自我效能感对外派人员知识转移内驱力的产生有

正向影响。

3.1.2 个人能力
易加斌指出，要消除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知识转移过程

中的噪声和干扰，就需要通过人员协调沟通来对知识进行解

释与破译，以达成理解与共识，最终促成知识转移。由此可

见，知识共享能力决定知识的传递效率。外派人员通过共享

实践将母国经验转化为东道国可应用的知识模块，这一过程

能形成自我强化循环。 

知识转化能力强调个体对异质性知识的解构、重构与

再情境化能力。知识的默会性和关系嵌入性的增加，促使跨

国公司更多地采取以人际互动与合作为主的转移方式。舒适

的人际关系更便于交流，促进人际互动和信任建立能降低隐

性知识转移的壁垒。外派人员的知识共享能力在高文化差异

的环境下作用突出，良好的知识共享能力不仅可以减少对环

境的不适，而且也能更深层次地挖掘到文化与文化间的异

同，后者可以让外派人员将自身实践经验提取出的精华更好

的进行传递。

综合上述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个体知识共享能力对外派人员知识转移内驱力的

产生有正向影响。

H3：个体知识转化能力对外派人员知识转移内驱力的

产生有正向影响。

3.1.3 知识特性的调节作用
根据知识基础观，知识的隐性程度、复杂性与专属性

构成转移活动的核心情境边界条件。在外派情境中，尽管个

体可能具备知识转移的初始意愿，但知识本身的特性会通过

认知适配成本与转移风险感知的双路径动态调节其内驱力

的生成强度。具体而言，当转移对象为隐性知识时，其难以

编码化的特征会显著提高知识传递的认知负荷。此时，外派

人员的个人意愿需与跨文化解释能力结合才能转化为有效

内驱力，否则高隐性知识可能导致“意愿 - 行为”脱节。反

之，显性知识因可结构化表达，其转移过程对个体能动性的

依赖较低，个人意愿对内驱力的促进作用可能被知识易转移

性部分替代。此外，知识复杂性通过增加接收方的吸收难度，

可能削弱外派人员对转移结果可控性的信念，进而抑制其内

驱力；而知识专属性则因涉及知识产权风险，可能触发外派

人员的知识隐藏倾向，从而负向调节个人意愿的驱动效应。

综合上述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知识特性调节外派人员个人意愿与知识转移内驱

力之间的关系。

3.1.4 文化差异程度的调节作用
根据文化距离理论，母国与东道国在价值观、沟通模

式及社会规范上的差异程度，会通过认知适配成本与合法性

压力两类机制重塑外派人员的行为动机。林肇宏等研究发

现，文化差异通过心理韧性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外派绩效，且

文化距离越大间接效应越弱；Zhang 等指出，文化距离通过

影响跨国企业的知识实践间接作用于外派人员行为 [3]。具体

而言，当文化差异程度较高时，外派人员需投入额外认知资

源以解决跨文化知识解码的歧义性，同时面临东道国制度环

境对知识转移行为的合法性约束，此时个人意愿向内驱力的

转化效率将显著受限。 

综合上述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文化差异程度调节外派人员个人意愿与知识转移

内驱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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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理论模型框架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从动机理论、知识基础观与文化

距离理论出发，构建了外派人员知识转移内驱力的理论模型

（见图 1）。该模型从个体意愿、能力、知识特性与跨文化

情境三个维度，系统揭示了外派知识转移内驱力形成的微观

机制与边界条件。

模型中，外派人员的自我效能感、知识共享能力与知

识转化能力作为核心自变量，促成外派人员产生知识转移内

驱力。知识特性与文化差异程度作为调节变量，分别通过认

知适配成本与合法性压力机制，动态调节个人意愿向内驱力

的转化效率。具体而言，知识隐性程度与复杂性通过提高转

移任务的认知负荷，弱化自我效能感对个人意愿的促进作

用；而文化差异程度则通过加剧跨文化解释的歧义性，抑制

个人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

图 1 外派人员内驱力研究框架模型

4 结论与研究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整合动机理论、知识基础观与文化距离理

论，构建了外派人员知识转移内驱力的理论模型，系统揭示

了内驱力形成的微观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外派人员

的自我效能感、知识共享能力与转化能力会驱动知识转移内

驱力的产生，而知识特性及文化差异程度则通过认知适配成

本与合法性压力机制动态调节这一转化过程。模型突破了传

统研究对个体动机或知识属性的单一聚焦，强调“个体 - 知

识 - 情境”三者的协同效应，即个体意愿和能力是内驱力生

成的基础资源，知识特性通过认知负荷约束行为预期，文化

差异则通过跨文化解释歧义性重塑行为风险感知。这一整合

性框架不仅揭示了外派人员知识转移的多层次复杂性，也为

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锚点。

4.2 研究启示 
理论层面，研究从理论上回应了跨国知识管理领域长

期存在的动机与情境的割裂问题，为解释跨文化场景中个体

行为动机的交互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尤其通过将文化差异度

纳入知识转移的认知解释系统，拓展了知识基础观对隐性知

识流动的解释边界，弥补了既有文献对情境化动态约束的关

注不足。

未来研究方面，本文为跨国知识管理研究开辟了多重

探索路径。首先，内驱力的动态演化机制值得深入挖掘，例

如跨文化团队中内驱力如何随外派周期、文化适应阶段发

生非线性波动，或不同文化圈层对调节效应的差异化作用机

制。其次，可结合神经科学或实验方法，定量测度认知适配

成本对外派人员知识编码效率的影响阈值。此外，研究样本

方面，可以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外派人员的驱动逻辑

差异，或探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虚拟外派场景中知识转移内

驱力的重构路径。这些探索将有助于完善知识转移理论的情

境化与动态化研究范式。 

实践层面，本研究为中国跨国企业的全球化知识管理

提供了操作性策略。企业需实施外派人员复合能力提升计

划，通过知识图谱构建、跨文化沙盘模拟等培训强化知识转

化与情境适应能力。同时应建立文化敏感性评估体系，通过

文化导师制和冲突调解机制减少跨文化解释歧义性。更重要

的是，需设计弹性激励机制，将知识转移绩效与跨文化胜任

力纳入考核维度，并建立文化风险共担基金，通过物质激励

与组织认同的双路径维持内驱力的持续性。这些举措形成的

组合策略，能够有效提升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等复杂文

化场域中的知识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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